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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派、家：宗族单位与国家系谱

———宋代谱牒与华南谱牒个案

张小军

　　摘　要：在探讨以福州地区为主的华南宗族单位的房／派格局基础上，思考宋代文治复兴下

士大夫私家谱牒的兴起及其对明清华南族谱的影响，进而理解华南基层社会如何通过谱牒纳入

国家的大系谱。“房”作为血缘群体的单位早 已 有 之。房 作 为 宗 族 单 位 的 国 家 传 统 大 约 来 自 唐

代，有宋人修唐皇室世系表，范仲淹的义族义庄 制 度 直 接 将 房 作 为 宗 族 单 位。“派”作 为 宗 族 的

系谱单位，主要来自明代以后的华南宗族，用于 界 定 同 一 远 祖 始 祖 的 后 代。“家”本 来 不 是 宗 族

的单位，宋代儒家士大夫将家族家谱作为推行其道 统 的 重 要 载 体，不 仅 促 进 了 明 代 以 后 华 南 宗

族的发展，还将家变成了宗族的单位。宋代士大夫的私家谱牒兴起以及明清华南基层社会的造

谱运动，反映出国家系谱的两次文化下沉以及民间系谱国家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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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结构，以父系血缘加亲缘组织起来。“宗族”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历

史上并非连续，其在不同历史时空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单元。本文所论宗族，主

要是指明代以后的华南宗族，而对于宗族及其单位的辨识，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人们熟

悉的“房”，并非宗族 的 原 初 单 位；“派”则 是 明 代 以 后 在 华 南 一 些 区 域 中 才 成 为 宗 族 的 单 位；至 于

“家”，本来也不是宗族的单位，而是在宋代文治复兴中，“家（族）”被儒家士大夫作为修齐治平的文

化载体逐渐与宗族结合，特别是明清时期整合到华南基层社会的宗族创造。本文尝试通过华南宗

族单位的辨识个案，理解宋代来自国家之下的士大夫私谱之兴起，以及族谱在明清大规模发酵并

沉降于华南基层社会的文化实践，最终促成了民间社会纳入国家的大系谱。

一、家与宗的结合：宋代谱牒制度之兴

中国的谱牒制度由来已久，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某种化身。如《史记》集三代以前世系作“五

帝系谍”，其时“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① 张光直曾经发现商王庙号的秩序性及其与商代亲属和婚

姻制度的关系。② 陈其南将之归纳整理为：商王室是行父方交表婚的两个以 上 之 父 系 群 所 构 成，而

王位的继承则为母系的舅传甥。不过陈其南并不 同 意 这 样 的 看 法，他 认 为 商 王 庙 号 是 基 于 间 隔

世代原则的，而周代的“昭穆制是后期对间隔世代的原则加以合‘礼’化的结果，是周人‘尊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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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①。《周礼·春官·小史》载“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②，而昭穆制度源于亲属制度中的

婚姻与血缘关系的演变，是区别人们氏族身份的界限。其作用如《礼记》所言：“昭穆者，所以别父

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③由此促成了国家的谱牒制度。

潘光旦先生认为“谱系之学，由来已久。古者帝王诸侯之世系掌于专官”，他还引用唐贾公彦

对《周礼》的注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卿大夫谓之世本”。④ 秦有传为荀卿所著《春秋公子血脉谱》，

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大戴礼记》有“帝系姓”，源自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反映出所记帝王世系与国

家之礼的关系。潘光 旦 指 出“后 世 论 谱 学 者，则 以 为 汉 以 后 士 庶 家 史 通 谓 之‘谱’者，殆 以 此 为 滥

觞”，并且荀子于谱系功劳很大，今天的“世系”，荀子时称“系世”，为卿大夫家敬宗追远所用。⑤ 秦

汉编撰皇家谱牒，“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⑥，体现出氏族国家中世系制度之重要。《汉书·艺

文志》记录当时已有《帝王诸侯 世 谱》二 十 卷⑦，还 有 世 家 大 族 的 谱 牒。潘 光 旦 曾 论 及 汉 代 谱 录 除

《帝王诸侯世谱》，还有扬雄《家牒》、聊谋《万姓谱》等，他认为自魏至唐约７００年，为中国谱学最盛之

时期。⑧ 唐有李世民命高士廉修《氏族志》，后来宋人吕夏卿参与编撰《新唐书》，因其“通谱学，创为

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⑨。

北宋中期以后，伴随“文治复兴”的复古之风，儒家士大夫开始了一个礼制的国家化和庶民化

的双向过程。�10 家族和家谱成为重要的儒家道统载体。《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中有：“宗子法

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11

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谱牒至少曾经荒废，形成了“无百年之家”的情形，换句话说，宗

族或者大家族的情形在当时已经十分少见；其次，没有谱牒，便没有了宗族和氏族。这里十分重要

的是将“家”与“宗”联 系 起 来。当 时 普 遍 的 生 存 形 态 应 该 是“无 百 年 之 家”的 小 家 庭。尹 佩 霞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ｂｒｅｙ）在讨论宋代的家庭观念时，曾追溯早期“家”的概念，认为“家”在早期的亲属关系

原则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家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单位，而“宗”涉及到共同的父系祖先，家与宗在

早期是不同的，在汉代，家与宗是分开的。�12然而在宋代，家与宗的结合成为新儒家修齐治平推行其

道统的重要方面，家谱、族谱之兴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宋代比较有影响的国家谱牒当是郑樵所作《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他指出：“自隋、唐而

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

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13所言之核心便是建立国家的谱学：

　　帝王列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

之宗也。先天子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后百工技艺，先爵而后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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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夏而后夷狄，先有纪而后无纪，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源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如

云归于山，水归于渊，日月星辰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者也。①

其中，从天子诸侯到百工技艺，可以看到国家的谱牒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覆盖过程，并非仅仅是帝王

将相；而将“夷狄”纳入国家的谱系，可见当时“国家”谱系的概念也不只是纵向的等级，还有横向的

地域范围乃至天下。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借用亲属制度大系谱来做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文化

功能。

宋代是国家谱牒的衰弱期，却也是新的家谱之兴盛期。潘光旦曾说宋代较之唐代所存谱卷，

约一比十，一说因为南渡之际，士大夫多丧谱牒。② 不过，文治复兴下的儒家之兴，也带来了“家”及

家谱的重新兴盛。吕思勉指出：“此晚唐以后，谱系之所由不可复问也。自宋学盛行，人有敦宗收

族之心，而谱牒之纂修复盛。”③李弘祺认为“北宋以降，隋唐的‘地望’观念及其社会意义已经解体，

新的家族组织形式正在形成。它形成的过程受到了考试制度的影响，而到了南宋中叶以后，开始

发展出有族产的‘宗族团体’。这个过程十分重要，而‘家’则是这个发展中的根本‘原型’”④。井上

徹曾论及宋代科举是宗族发展的原因：“宋代宗族是回应科举官僚制度的产物……可以这样认为，

官僚辈出之母体的性格是宋代宗族的首要的题中之义。”⑤黄宽重也曾分析宋代四明家族之兴，论

述了科举之“举业”对家族发展的作用：“从北宋起，由于朝廷提倡文治，而且政局稳定、经济发展、

社会繁荣、印刷昌盛、教育普及，一般家庭在辛勤经营，达到小康环境后，为谋家族的发展，便着手

规划培养家中聪慧者读书，以 争 取 功 名。”⑥上 文 所 谓“朝 廷 提 倡 文 治”，确 切 说 是 儒 家 士 大 夫 提 出

的，其最初的古文运动，就直接影响并反映在科举之中。⑦ 北宋以来，富人家族乡间办学以求得科

举功名，已经成为家族纳入国家的兴盛之路，家谱自然成为重要的记录文本。⑧ 同时，家族及其家

谱进一步通过国家的科举，化为国家的文化单元，这样一个宋代文治复兴之下的文化孕育，为明代

华南基层社会的宗族创造提供了文化土壤。也可以说，华南民间社会宗族兴起中的族谱文化，是

宋代士大夫家族文化经历文治复兴的礼制庶民化结果，也是宗族庶民化的结果。⑨ 虽然明清政府

和士大夫都有对宗法不满的声音，但及“乾嘉以后，西方势力东渐日亟，国家治化之本，日见动摇，

忧时之士，多倡为恢复宗法之议”�10。

与唐代国家修谱不同，北宋私修谱牒之风盛行。潘光旦总结宋以来谱学之特点，“一曰谱学由

官而私，由公开而隐秘”，“二曰谱学之实用意义尽失，郑《略》序称唐以上谱之用二，于官则助选举，

于私则佐婚姻；宋以后则所存效用，惟‘敬宗收族’比较抽象之一端而已”。�11 私修族谱的风气始盛，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治复兴中儒家将修齐治平作为其实践的文化下沉。欧阳修本人就是宋初儒

家士大夫“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要支持和参与者，推动家谱正是“天下

用文治”的一个部分，绝非突发奇想。欧、苏两谱均为小宗谱法，是五季之乱后的宋代之私谱兴起

的体现。之所以宋代小宗谱法伴随私谱而兴，是因为大宗起自天子之子，有“百世不迁”，但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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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与时代变迁，可稽而难考，且主要用于皇室血脉。苏洵认为：“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

为族谱，其法皆从小宗。”①欧、苏的小宗谱例“五世则迁”，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反映出一组组自上

而下的亲属关系。清人万斯大曾言：“自宋以来，为族谱者，首欧阳氏、苏氏。……其五世则迁，实

古者小宗之法。……要而观之，《欧谱》合收而易考，《苏谱》散见而难稽。”②蓝田余氏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云路余氏天六房谱》记载：

　　水本乎源而人本乎祖，祖宗一脉源远流长，若不稽考世系，何由洞悉始终。礼云：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其大要也。

谱法欧苏二家为最。欧法水本事迹即书名下，地位窄狭，不能多载，未免似略。苏法水源

先列谱图，后列事迹，书字号行次、生娶卒葬，并书男女。今仿用苏法，详而弗略，便稽查也。

谱法五 世 一 图，自 始 祖 起……顺 次 而 下 五 世 一 图，另 自 起 派……至 百 世 无 不 皆 然，明 世

次也。③

上面的话，除了肯定苏谱的水源“流水”（指谱系的纵向展开）与详细之优点，还提到“派”“始祖”以

及“百世无不皆然明世次也”，显然已经有突破“五世”，走向大宗之“百世”的意味。特别是“敬宗收

族”，已然超越了大小宗的区别。事实也是如此，欧谱与苏谱的小宗谱法，更为容易进入民间，因为

五世之祖易求，而始祖难求。不过在明清的华南宗族中，族谱早已经向大宗百世看齐，无不将自己

纳入皇亲国戚之范畴。钱 杭 曾 对 此 论 道：“明 中 期 以 后，位 于 中 国 南 方 各 省（特 别 是 华 东、华 南 地

区）的宗族，经过宋、元几百年的恢复、发展和积累……不再满足于小宗谱法对‘五世则迁’原则的

严格遵守，而是提出了在同一始祖的前提下扩大世系包容范围的要求。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

需要的刺激下，大宗谱法的某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的伦理原则，又重新

被人们发现了其中内含的价值。”④

罗香林在《中国族谱研究》中指出，族谱与国家关系密切，“各族姓各分子之活动与事功，又往

往与国家之治乱有 关”⑤。他 还 列 举 了 有 助 于 史 实 新 发 现 的 四 个 方 面：一 是 明 初 卫 所 的 移 民 实

边；二是西域回人在明初成为卫所移民之史实；三是清 初 迁 界 复 界 中 的 移 民；四 是 科 举 促 进 民 族

同化之史实。⑥ 此 外，族 谱 还 具 有 弥 补 正 史、人 物 史、村 落 组 织、地 域 经 济、历 史 地 理 等 方 面 的

作用。⑦

潘光旦在《家谱与宗法》一文中，认为家谱与宗法的结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谱法与宗法之关

系的说法有“大宗谱法说”“小宗谱法说”“无法寓有法说”“谱法宗法不相谋说”四种。他指出家谱

自可有其脱离宗法之功用（见表１），“家谱为史之一种，谱法亦史法之一种，自有其应遵循之若干客

观原则。宗法为一种富有伦理性与宗教性之社会组织，自有其所由形成之种种社会经验，有非理

智所可完全解释分析者。是二者之性质固风马牛不相及也”，该文最后一句强调“宗法之既去，亦

既万劫不复，请治谱者以谱法治谱，慎毋以宗法寓于谱，更毋以宗法治谱”。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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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四《族谱后录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８０页。

万斯大著，曾攀点校：《学礼质疑》卷二《宗法八》，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９页。
《云路余氏天六房谱》卷上《谱系弁言》，光绪二十一年续修，第１－２页。

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３页。

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１９７１年，第４页。

参见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１９７１年。

参见潘光旦：《家谱与宗法》，《东方杂志》第２７卷第２１号，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参见潘光旦：《家谱与宗法》，《东方杂志》第２７卷第２１号，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表１　潘光旦关于宗法与谱法的区别之归纳①

宗法 谱法

性质 社会组织之法 自然血脉之法

内容 统族人以奉祀也 族人之世系也

祖先 祖分宗亦分 祖分族不分

法理 非理智可解释清楚 史法之一种，遵循客观原则

治谱 请治谱者毋以宗法治谱 请治谱者以谱法治谱

不过，潘光旦或许没有看到，华南宗族的创造，正是一个将家（谱）与宗（谱）结合的历史过程，

其背后并非谱法与宗法之争，而是文治复兴背景下华南社会纳入国家的文化实践。一些学者所论

华南宗族与家的结合，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如弗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关于华南宗族

功能性起源的说法，强调宗族同居、共财、共灶的社会功能特征，他也认为家是宗族的单位，家的下

面是房，分家即是分房。② 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理解，认为宗族是家的水波纹的同心圆扩展。③

实际上也是一种家作为宗族单位的理解。艾亨（Ｅｍｉｌｙ　Ｍ．Ａｈｅｒｎ）认为家谱最好被认为是从某种

角度书写的国家血统。当文人写下祖先的历史，描述他们的社会群体的形成或解体时，会选择对

他们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而忽略其他。弗里德曼依据财产和祠堂理解宗族分支的情形并非这样

简单，分家的过程也是一个宗族地方化的权利过程。④ 另外，科大卫（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也曾论述过依据

祖先权利的“居住权”。⑤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中，宗、家概念的社会组织形态分立是十分明显的。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

讨汉人的亲属关系，指出亲属关系并不一定按照结构性规则来运作。“宗”“家”“亲”等概念，我们

只能确定其意义和作用不同，甚至它们是各自独立自主的。“宗族”“家族”“家庭”等亲属组织，可

以受到不同原则的支配影响。⑥ 桑高仁（Ｐ．Ｓｔｅｖｅ　Ｓａｎｇｒｅｎ）曾论及传统中国人的合作如何借助于亲

属制度，表明了宗族作为合作组织的形态。⑦有关家与宗族的关系，笔者曾论家不是宗族单位，即家

与宗族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形态，家围绕婚姻来组成，宗族围绕血缘来组成。两者可以结合，也可以

分离。⑧ 在实际生活中，家是一个基于婚姻且偏向日常生活的功能单元；宗族是基于血缘的社会组

织单元。家族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与家有重合，具有家的功能；另一方面与宗族有重合，具有宗

族的功能。名词上也经常有混用。如果一定要区分，两者在华南的相对区别主要是：一般宗族有

祠堂的祭祀空间，家（族）普遍使用堂号，在堂屋祭祖；宗族追求远祖，家族重视家祖；宗族一般有族

谱；家族则不一定都有家谱，特别是在有宗族归属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对上述功能的理解都应该

置于一种宋代以来文化历史过程的视角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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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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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８１期，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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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小军：《家与宗族结构 关 系 的 再 思 考》，汉 学 研 究 中 心 主 编：《中 国 家 庭 及 其 伦 理 研 讨 会 论 文 集》，（台 北）汉 学 研 究 中 心，

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１－１７６页。



　　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且作为一种文

化系统，包含了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家族宗法理论和伦理观念。这一套理论，既作为国家意

识形态和正统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基层社会的家族结构与亲属

行为；既外化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提倡的社会理想规范，又内化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体

验和内心自觉。①

二、房／派之辨：明清谱牒的民间化

华南的族谱研究著述繁多，吕思勉曾引乾隆《永清县志·氏族表》论江南族谱：“今大江以南，

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②他认为修谱应有国家

的支持：“然则国家厘定谱法，责令私家修纂，总其成而辅其不及，实于民政文化，两有裨益矣。”③弗

里德曼在闽粤宗族的研究中，曾经强 调 华 南 族 谱 作 为 行 动 蓝 图 和 政 治 叙 述 的 含 义。④华 琛（Ｊａｍｅｓ
Ｌ．Ｗａｔｓｏｎ）也认为写族谱作为一种“思想态度的结构”，反映了政治策略。⑤科大卫从华南宗族作为

文化创造的实践，探讨 了 如 何 书 写 族 谱，写 什 么 不 写 什 么，反 映 出 纳 入 国 家 大 系 谱 的 复 杂 权 力 过

程。⑥刘志伟也曾论述过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和族谱的文化创造，探讨了华南宗族的族谱写作如何攀

附国家正统，追溯远祖到皇亲国戚、追溯祖籍地到北方的文化实践。⑦ 宋怡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ｚｏｎｙｉ）也

曾论述过福州地区族谱攀附北方祖先的情形。⑧ 笔者曾在蓝田宗族的研究中指出：明清华南社会

的宗族化过程，与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密切相关，包括写族谱、写宗族以及相

伴随的写民族、写文化、写国家。他们主动运用国家语言，虚构自己的历史，形成了与国家互相增

益的写宗族过程：一方面借国家写自己；另一方面又在写自己的过程中将国家写进自身和人们的

头脑中，将国家放大。⑨

一般来说，纯粹的宗族单位是指离开宗族就无法存在的单位。陈其南曾经通过“房”的概念，

辨析家庭、家族和宗族的关系。他认为“房”的观念才是厘清汉人家族制度的关键。因为只有“房”

才是系谱关系的表达，而家、族、家族或宗族的用语本身无法分辨系谱性的宗祧概念和功能性的团

体概念。�10 陈寅恪曾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11。而族谱便是文化血

缘表达的一种方式，没有谱牒，宗族便难以为继。对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远祖和血脉，没有象征的

认同和书写的表达，是不可能被群体记忆的。关于家、房、派如何作为宗族的单位，也可以透过族

谱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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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福建地区的族谱，“房”的 确 是 大 多 族 谱 中 表 达 宗 族 结 构 的 基 本 单 位。而 在 福 州 地 区，
“派”这个概念也 被 频 繁 使 用。换 句 话 说，宋 以 后 华 南 宗 族 的 单 位 除 了“家”，还 有“房”和“派”。
“家”虽然被认为是宗族下的分支，但一般除了“分家”，较少出现在族谱的分支表述中；而“房”除了

作为宗族单位，还用于 家 的 单 位 和 其 他 关 于 家 的 功 能 表 述，如 分 家 也 说 分 房。因 此，在 相 对 意 义

上，离开宗族就失去存在意义的宗族单位只有“派”，它是真正表达系谱的单位。“派”的概念出现

并非偶然，它与华南宗族追溯远祖的系谱观念有直接关系。如果按照《尔雅·释亲》宗族只记上四

代祖先或者五世不迁之祖的说法，“派”的概念便难以出现。而只有追溯远祖，按照国家的谱系找

到自己皇亲国戚之远祖，才能纳入国家的大系谱。“派”作为系谱概念早已有之，如《北史》有“上谷

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①。“天潢”本是一星名，也常用来指皇族或者皇室后裔。蓝田的利洋李

氏族谱，封面便是精致的匾图，中间有“天潢衍派”四个篆书大字作为谱名，以表明自己的李唐后裔

身份。可见“派”早已是国家的系谱语言。

回到谱例，欧谱重平行之“房”，苏谱重同祖之“派”，即所谓房横派纵。因为表面看来，两谱都

是按照世代从上至下，从左至右，不过区别在于欧谱总以各代各地的“房”横向展开；苏谱则强调以

本支派祖先的源头尽情“流水”（指谱系的纵向展开），绵延不断。从族谱上看，房和派不仅是族谱

的主要语言和单位，而且很容易由此将宗族的结构表达出来。而所谓“家”作为宗族单位，更确切

地说应该是两者的“结合”。一方面没有以“家”作为单位来表达宗族的谱例，另一方面族谱也完全

不能表达“家”或者“家族”的边界。更为主要的理由是：宗族的组成逻辑并不是以家庭展开的，其

核心的扩展逻辑是血缘亲属关系；而家庭的连接逻辑是婚姻亲子关系，两者并不相同。早期的宗

族，并没有以家庭为单位，也说明宗族与家庭两种制度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房”的概念早已有之。“房”本是一个居住的单位，何时进入宗族不得而知，至少在《尔雅》中

还没有成为宗族的单位。《尔雅·释亲》所载“父之党为宗族”②的宗族中，也没有“派”的概念。房

作为宗族单位至少 在 唐 世 系 表 中 已 有 之，北 宋 范 仲 淹 义 族 的《义 庄 规 矩》中 也 有 房 的 明 确 概 念。
“房”本来也不是宗族的单位。没有宗族照样有房。房是分财产分房屋的产物，它在实践中被宗族

整合为其单位。中国历史上，无论宗族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过程，家庭的生活方式却很少随之改变。
“宗族”二字本身也具有这样的蕴涵：宗是纵向，族是横向。具体来说，关于房、派在宗族中的单位

特征，可参见表２：

表２　派／房经纬特征比较

派 房

宗族和继嗣 宗／纵向父系血缘 族／横向兄弟亲族亲缘

繁衍和传承 血脉延续／历史传承 血统扩展／空间传递

功能和结构 系谱／整合凝聚 财产分居／分割分化

认同和权力 聚合性认同／包容 分支性认同／排斥

从亲属制度来看，这一区别具有重要 的 意 义。因 为 按 照 继 嗣 法 则，房 和 派 有 所 不 同。“派”或

“派下”的概念，是指同一个祖先的所有血缘后裔，不分男女（虽然谱中不记女性）。当阅读在蓝田

搜集的十几本族谱时，可以发现只有“派”或“派下”才是系谱性的表达；“房”虽有系谱性，但也是宗

族分支的功能（生活、祭祀、地方权力）单位。谱的称呼中也有派谱，如余氏云路天房下的《光远堂

派谱》。这种直接使用“派谱”的情况，在明代福建宗族发生较早的福州地区相对较多，一些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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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这一概念。① 陈支平在《福建族谱》中所引福州《龙田何氏台石派六房家谱》，记载“台石公以

下支分者六子，而吾六房支祖为钓溪公，钓溪公派下又分六房”②。这一“台石派六房家谱”“钓溪公

派下又分六房”的 描 述 十 分 清 楚：用“派 下”讲 纵 向 的 血 脉，用“房”讲 横 向 的 分 支。派 强 调 父 系 血

缘，房强调兄弟亲缘。“派谱”，以“派”分支，其子孙称某某“派下”。派纵房横；派合房分；派聚合房

排斥。派下是指某人的历代后裔，强调他们的集合和彼此的一体，是聚合性的认同；房是同代间的

划分，强调分支和彼此间的差别，是相互排斥性的认同。相对其他房，称自己某某房；相对同一房

人，则称自己某某派下。林耀华的义序宗族是在福州南台岛，《义序宗族研究》中有多处提到“派”

的概念：

　　支祠两所：一为四 房 支 祠、麟 子 公 派 下，所 属 宅 屋、仓 埕、天、地 四 房，共 奉 麟 子 公 为 支 祠

祖；一为新厝祠，泗公派下子孙，奉泗公为房祖。③

这里的“派下”，指某一个祖先之下的所有子孙，而“泗公派下子孙，奉泗公为房祖”，是说泗公派下

的子孙奉其为房的祖先。同一人群，既属某祖先的“派下”，强调纵向的系谱性；又是这一祖先的一

房，强调横向的分支。义序宗族各房元宵祭祖伴夜表，反映出房与派的混用，房强调在某一地方的

分支，派强调单纯的血脉分支。如“旧厝房”是指旧的祖厝所在地的一房，该房下有若干支派，下表

列有鸣朝公、敬轩公、鸣山公和横公四个支派，还说明旧厝房的规模比表中其他的房要大，因此几

个支派与表中其他各房是平行的守夜关系（见表３）。

表３　祠堂各房分伴夜表④

日
期

十
五
夜

十
六
夜

十
七
夜

十
八
夜

十
九
夜

二
十
夜

二
十
一
夜

二
十
二
夜

二
十
三
夜

二
十
四
夜

二
十
五
夜

二
十
六
夜

二
十
七
夜

二
十
八
夜

房
分

族
房
长

下
厝
房

新
厝
房

旧
厝
房
横
公
支
派

一
房

洋
头
铺
口
房

后
园
房

宅
仓
尾
埕
房

地
天
房

旧
厝
房
鸣
山
公
支
派

旧
厝
房
敬
轩
公
支
派

旧
厝
房
鸣
朝
公
支
派

上
埕
房

洋
下
房

阮云星曾经分析义序黄辅极于１７２４到１７３４年编修《族谱》一事，黄辅极编修的《族谱》分上下

两卷。上卷由《原姓引、宗支图引》《本派历代各房行实传》《通族先世通派世次图谱》等十一项目构

成，其中《本派历代各房行实传》，明示义序黄氏宗族的各下位分支系统，该谱共撰制四部，除一部

编者私家所藏以外，其他三部分归当时义序黄氏宗族最大的三个支派（最上位的三大分支）———中

浦、平浦、公浦三大派系所有。⑤ 可见谱中以“派”作为自称，以“通派世次图谱”为名，并做三大支派

的谱系，显示出“派”这一概念在修谱中的核心地位。

陈支平在《福建族谱》中，曾经论及福建族谱的种类，包括房谱、支谱、家谱（家乘）、族谱、祠谱、

３６房、派、家：宗族单位与国家系谱———宋代谱牒与华南谱牒个案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庄英章：《家族与婚姻：台湾北部两个闽客村落之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１９９４年。

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８页。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９页。

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６２页。

参见阮云星：《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 察》，常 建 华 主 编：《中 国 社 会 历 史 评 论》第 九 卷，天 津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３页；宋怡明也曾讨论过黄辅极的修谱过程，参见［加］宋怡明：《实践中的宗族》，王果 译，北 京 师 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宗谱、世谱、统谱（联谱），但未提及“派谱”。① 上文提及福州地区“派”的概念，实际多将房、派合用

为“房派”。蓝田有《云 路 余 氏 天 福 一 房 光 远 堂 派 谱》，是 蓝 田 余 氏 云 路 房（１１世）下 天 福 一 房（１５
世）光远堂（家的 堂 号）的 家 谱，有 两 代 房、一 代 家，最 后 却 以“派”称 谱，强 调 系 谱 的 渊 源。除 此 之

外，蓝田《余氏总谱 志》（下 卷）分 宗 支 三 百 多 个，散 布 于 闽、粤、浙、赣 等 省。“列 祖 迁 居 一 览 表”中

（见表４），有五栏，从远祖、继祖、始祖，记到三十五世，共３８５列，在“派别”一栏（以“派别”而非房份

为栏目），称“派”的有２８９个，约占四分之三，其余９６个中，房派同称（如某派某房或某房某派）共

１０处，称“房”３９处（多为蓝田宗支），最初五世的始祖（尚没有分房派）称“子”的 有３４处，空 格１３
处。可见“派”已经是族谱的核心表达。

表４　《余氏总谱志》（下卷）列祖迁居一览表举例

世别 迁居祖名讳 开基地名 派别

二世 枚 古田杉洋 焕公长子

十一世 大和、大顺 后路房、桥西房 仕瑜派

廿四世 济渊 迁水口 地房派

廿八世 学溢 迁宝桥 荣厚派梅亭房

廿九世 纯善、伯烈 迁浦城、楼下 化茂派桥西房

上面可见，居于本地的各个宗支多以房相称，表示一种平行的关系；迁出的宗支多用派称，强

调纵向的分枝。房派混用中，房横派纵的特点依然鲜明。

以“房”“派”为基础建立的宗族单位，是一种十分巧妙的结构———集横向亲缘与纵向血缘于一

体。传统亲属制度的观点认为血缘主要是从上至下的传递，即所谓继嗣（ｄｅｓｃｅｎｔ），实际上，横向亲

缘也是宗族扩展繁衍的血脉传递。房有地点、名分、房产和财产的含义，分房是名分、财产和权力

的分割，可以起房名，房又代表了一个地方的宗支。派与房的上述那些非系谱功能有所不同（如分

财产等），它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系谱关系，其中没有财产、名分、权力和地点的含义，同一个祖先，无

论子孙散居何处，都是同一派下。即是说，纵向的“派”是一个远祖下的所有子孙；而横向的“房”只

是一个祖先下分出的某一支子孙。

陈其南曾强调中国人的“分房是一个纯粹的系谱概念”，以及“一般意义中的‘分家’与系谱上

的‘分房’观念是不同的”②，并在批评弗里 德 曼 观 点 的 基 础 上，提 出“系 谱 模 式”不 同 于 功 能 模 式。

他指出，“系谱模式是某一特定民族，在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共通的生物学模式上，独自认定出一

套特有的概念和法则，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文化体系”③。分房的基本道理是系谱意义上的分立。他

进一步强调：“房所指 涉 的 语 意 范 围 可 以 是 完 全 建 立 在 系 谱 关 系 上 的 成 员 资 格，无 须 涉 及 诸 如 同

居、共财、共爨或其他任何非系谱性的功能因素。”④然而，房首先并不是宗族的天然单位，反而是家

庭中分家的通俗表述。由家庭延伸出来的分房如何成为纯粹的系谱概念？特别是房的认同是一个明

显的宗族下的结构功能单位之认同，尽管包含房祖；但是系谱的认同通常要追溯到始祖，这是房的认

同所不包含的。房具有系谱性，但是通常只是追溯到房祖，而派的系谱通常追溯到始祖或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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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房不只具有系谱性，分房必然涉及分财产，如蓝田还涉及横向的非系谱的集中居住、地

方权力、非祖先的共同祭祀以及社会地位等等。宗族内的分房一定涉及分财产和名分（即使少有

例外，也不影响一般的情形）；分家则主要指分开生活，即分灶。在“家”的概念游移层面，家和房相

互嵌套，家中有房，房中有家。在宗族层面，房不是家的单位。一般来说，房有很多非系谱的功能。

房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的功能包括了与其他房的关系、权力排斥与联合等，这些功能都不是系谱的

功能。房作为一种观念，无疑具有房的认同，但是这并非系谱性。如范仲淹的义庄义族制度，赡养

宗族的单位就是“房”。在《义庄规矩》中，“房”不仅是共财的经济单位，还是赡养宗族的社会单位，

具有多种非系谱的社会功能。福建蓝田的村落地理格局就是按照房／境来居住的，也有自己清楚

的共有财产和蒸尝。系谱是一个纵向认同的概念，对“祖”的认同是系谱，但是对“房”的认同是权

力———对房的认同只有相对于其他房或者社会压力之下才有意义。

至于派，则与家无关，家也不是派的单位。同一辈兄弟姐妹，女孩不能成“房”，但无论男孩女

孩，都属于某一派下（虽然女性不单独上谱）。换句话说，真正强调系谱的概念是“派”而不是“房”。

房具有居住、共财等很多功能，非纯粹的系谱单位，上述“分房是一个纯粹的系谱概念”的说法并不

正确。真正纯粹的系谱概念是分派。衍生出“派”的概念及其各类“派谱”方可以追远，是将民间社

会的系谱国家化的重要文化实践。“派”作为一种系谱观念，与“房”不同，很少有社会生活中的实

际功能。“派”追溯始祖、远祖和开基祖，对于民间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法礼仪变革。一般人会

把这一现象归为“夏言上书”，允许庶民祭祀始祖。实际上，这早已是南宋新儒家礼制改革的结果，

体现出国家礼制的变革以及走向民间社会的“俗礼化”。没有宋代开始的国家礼仪庶民化，以及没

有允许平民追溯始祖 远 祖 的 礼 制 变 化 过 程，民 间 社 会 就 不 可 能 按 照 国 家 的 谱 系 来 创 造 自 己 的 祖

先，不可能把自己的祖先变成帝王将相之后，也不可能有“派”的宗族单位出现。
“派”这一概念的使用，挑战了周礼所建立的亲属制度规则，将以“父之党为宗族”（由己身出发

以父亲为中心的宗 族）变 为 以 远 祖 或 开 基 祖 为 中 心 的 宗 族；将 一 直 沿 用 到 宋 代 上 溯 四 代（高、曾、

祖、祢）祖先的旧礼变为上溯到国家谱牒所记录的远祖或开基祖，进而将国家礼仪“俗礼化”，将民

间社会与国家联系起来，将普通百姓与皇亲国戚联系起来，这一亿万民众进入国家大系谱的事件，

堪称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三、结论：宗族单位与国家系谱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不仅因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南移，还在于这个年代儒家

士大夫发起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运动———“文治复兴”。笔者所称“文治复兴”，是指大约在１０－１３世

纪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儒家士大

夫推动的“修齐治平”在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之中。虽然民众并不

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或说政治启蒙了他们自己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

是在新儒家的中心地带，即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得到空前广泛

的发展。华南民间宗族及族谱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伴随这一过程

产生的结果。①

本文分析了国家系谱的两次文化下沉：第一次是如潘光旦所言宋代的私谱（相对于国家系谱）

之兴，深层原因是文治复兴中，家（族）之风兴起并成为儒家的重要文化载体；第二次是明清下沉到

华南的民间社会，主要特点是乡村士大夫和乡贤之推动的造谱造宗族运动，深层的原因是华南地

方社会借文治复兴和儒家文化下沉而进行的地方社会重整。弗里德曼曾把华南宗族的发生归于

５６房、派、家：宗族单位与国家系谱———宋代谱牒与华南谱牒个案

① 参见张小军：《“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边陲”等原因，但事实上同为边陲的其他地区并未出现华南的情形。①

有关华南宗族单位的讨论，表面反映出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宗族结构及其宗族属

性，深层则是宗族创造与国家的不同关联，显示了民间社会与国家动态复合的宗族文化生产。家、

派、房，都可以在不同的宗族文化实践中被选择、被强调。“家”作为宗族的弹性单位以及相应的族

谱兴起，主要是在 宋 代 文 治 复 兴 过 程 中 发 生 的，并 成 为 国 家 进 入 基 层 社 会 的 重 要 方 式。“派”和

“房”，形成了宗族的经（纵）纬（横）格局。特别是“派”，是追求纯粹宗族的系谱概念，是纳入国家系

谱的一个重要表征。

一般而言，华南族谱有如下三个显著的国家特征。首先，谱牒的第一个国家功能是国家治理

的“国家谱”。政治人类学一直关注人类借助血缘关系建立社会组织，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就中

国社会而言，血缘的文化创造经久不衰，特别是与国家的权力体系紧密结合。系谱早就用来记录

国家的权力关系，唐代的氏族志对国家世系制度的表达，宋代的国家政治依然是世系秩序，氏族、

宗族、士族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吕思勉曾论宋以后至于今日，各地无不有谱，“然其用意，则与古大

异矣。今人谱法，率本欧、苏。而踵事增华，其例实较欧苏为美备……全国谱牒，皆臻完善，则于治

化，固有大裨”②。即认为今谱已经超越了欧苏之谱，并主张将族谱纳入国家治理。

其次，谱牒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伦理谱”。陈奇禄认为孟子所言“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就是中国伦理的根本，而族谱里训诫子弟，所

学所行的，也不出这个范围”，随后他指出加强五伦之教的办法是重视族谱之学，以及“族谱家训虽

以尊祖睦族为起点，而其目的，则以修齐治平为轨范，也就是由睦族而睦乡里，由睦乡里而睦国家，

由睦国家而善天下”。③

最后，谱牒的第三个功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关系谱”。谱牒将人们的各种关系制度化起来，

例如早期国家的赐姓命氏，本来是通过文化上的血缘关系建立国家的治理单元，《氏族志》的谱牒

于是成为国家姓氏的文本，后来几乎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谱牒。宋代，儒家力推宗法秩序，谱牒亦

兴，特别是因为礼制的庶民化，导致私谱的增加。张载曾主张“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④。宋代新

儒家极力推动谱牒的恢复，欧谱和苏谱的出现，也是这一过程的佐证：一姓一谱，敬宗收族，追溯远

祖，落地民间。

无论房派，都是国家的影子。“房”本身很早就进入国家的礼法概念，“派”则是在国家礼仪变

化之后华南民间发展起来的概念，依据始祖，天潢衍派。系谱后面，承载着宗族及其分支作为社会

组织和文化体系的权力。“房”作为宗族的分支，表达权力的分化；“派”作为谱系的合一，是文化认

同的表达。这与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关于权力是喷涌分

化的、文化是凝聚合一的说法十分吻合。⑤ 宋代以降华南宗族创造中的造族谱，正是一个将万民纳

入国家大系谱的文化凝聚过程。这样一个通过宗族创造建立起来的国家谱系，潜移默化地将国家

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国 人 皆 是 皇 亲 国 戚 之 后，皆 为 国 家 之 人，此 乃 中 国 社 会 文 化 中 的 一 大 文 化 壮

举⑥，其对中国社会后来的走向影响深远，至今意义不减。
［责任编辑　任雅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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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关于弗里德曼的“边陲说”以及学界对 该 说 的 批 评，参 见 张 小 军：《让“社 会”有“文 化”：人 类 学 自 我 本 土 化 反 省》，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２１年，第２１６－２２１页。

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页。

参见陈奇禄：《论族谱与世教的关系》，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北）联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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